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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平，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史。
① 西方社会史之兴起，是因为“历史学家的眼光看不到人类生存的全部领域……一种贵族的偏见支配了历史研究，大众历

史、日常生活史和人民文化史都没有历史价值，唯独意识领域才值得史学家去关注”。参见［德］伊格尔斯 ( Georg G. Iggers) 著，

陈海宏等译: 《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 页。

风生水起 : 中国社会史研究之演进

刘 平

( 复旦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433 )

摘 要: 中国的社会史研究在 1980 年代中期发轫，影响深远，回顾其三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

到，“社会史”本身由新而“旧”，逐渐分化为区域社会史与社会文化史两途。1990 年代产生的“新社会

史”，原本有突破旧框架、创立新舞台之意，但随着时间推移，渐渐自成一体，以“新史学”、概念史为

鹄的。1990 年代末异军突起的历史人类学，推陈出新，其影响由南而北，渐有燎原之势。社会史、“新

社会史”与历史人类学是三个前后递进、有联系有区别的阶段，它们次第登台，对于数十年来的史学潮流

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也存在诸多值得深究的问题。
关键词: 社会史; 新社会史; 历史人类学

客观而言，三十年来，社会史研究是历史学舞台上的重要角色，或引领潮流，或推波助澜，极

为引人注目; 同时，社会史本身也在发展中发生变化与更新，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社会史、“新社

会史”与历史人类学，构成了三十年来历史学视角与方法论递进发展的三个阶段。三者之间有一定

的联系，也有很大区别，尤其是三者内部的张力使之在外部“秀”出了种种色彩，不免使人眼花缭

乱。那么，这三者是如何前后相继、推陈出新的呢? 其各自内里的演变如何造成了今日的种种表

象? 本文便是结合笔者这些年来对于国内社会史研究及其演变的观察，细加推究而来。

一、社会史: 由新而“旧”

从 1986 年在南开大学召开“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至今，全国性的社会史学术研讨会每两年

召开一次，至今已经召开了 16 届。1986 年的会议标志着社会史研究在国内的兴起。1988 年，我参

加了南京大学主办的第二届会议。当时，因改革开放而带来的“科学的春天”已经颇有“落花流水春

去也”之象，尤其是“史学危机”之论纷起。置身会议之中，深感社会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乃是当时

史学摆脱“危机”的不二路径。① 实际上，这股清新之风对于中国史学界的影响之大，至今犹存———
在其后将近三十年的发展中，社会史研究对于推动史学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众多学者卷入

其中，或是至少是打着社会史的旗号行走。
但是，现在看来，国内社会史研究的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首先是本土社会史理论的缺乏。缺

乏理论建树与创新是多年来中国史学研究的通病，其根由与极具特色的学术生态有关，这是一个
“宏大叙事”，此处无法展开。理论苍白带来的后果是，社会史本身遭遇了诸多问题，尤其是目前现

状与西方社会史开创者的原始旨趣相去甚远。吕西安·费弗尔( Lucien Febvre) 在解释《经济和社会

史年鉴》之“社会”时说: “正因为该词的‘模糊’，它才根据历史的旨意被创造出来，用以为一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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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不受任何框框约束的刊物充当标题……所谓经济和社会史其实并不存在，只存在作为整体的历

史。”①而在中国的社会史研究中，“整体史观”早已变成“碎片化”。全局性的碎片化，必然导致社

会史“原教旨”的丧失。
其次是对“社会史”概念的认识分歧———最主要的分歧在于，有人把社会史视为一种视角和方法

论; 有人视之为一种“范式”; 有人视之为一门学科，即“社会生活史”，这是目前得到很多人附和

的一种观点，也是最糟糕的结果( 容易画地为牢，自我封闭，流于琐碎) ，“碎片化”与之直接相关;

或是抬高为社会发展史 /通史，这一点背离社会史旨趣远甚; 也有人把社会史研究随意扩大化、庸

俗化，五花八门的菜蔬都往一个篮子里塞。还有，西方人提倡社会史，原本是针对以政治史为主体

的正统史学而言的，而国内的社会史，其研究对象过于狭隘，基本着眼于乡村、边疆、下层社会，

很少想到宫廷、名人( 心态) 、航海、贸易、战争等等，而这些都是可以纳入社会史视野的。②

其三，社会史研究本身存在问题。表面上看，这些年的社会史研究百花争艳，很是“主流”，其

内里却毫无章法，很多研究只是冠以“社会史”的名目而已。而且，社会史研究异彩纷呈的同时，因

其内容的琐碎、孤立，给人一种“鸡零狗碎”的印象，坚守正统的传统史家( 实证史学) 对此往往不

屑一顾。尤有甚者，许多学者“眼光向下”的同时，缺少“思维向上”的能动性; 在拿“国家与社会”
的关系说事的时候，只提社会，忽略国家，对于两者的关系更是漠然视之; 一些声称做社会史的学

者，跨学科视野与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只是流于口头; 一些确实做了不少田野调查的学者，在理论

上又难以升华。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社会史研究本身已经开始出现分化，逐渐分为区域社会史与

社会文化史两途。一些学者为了纠偏，开始把“区域史与整体史结合”、“国家与社会并重”、“人文

关怀”等理念注入学术实践之中。
社会文化史研究是近十几年来在中国方兴未艾的一股史学潮流，“它在知识传统和研究方法上

是对以马克思主义和年鉴学派为代表的传统经济社会史的继承和批判”。③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没

有很好地消化，有不少学者把本土的社会文化史等同于西方的“新文化史”，遭到人们的质疑。应该

说，作为一种专门领域的社会文化史是社会史研究在社会文化层面的深入，尤其是近代社会文化史

领域，已经取得较大成绩。原本，西方社会文化史就是在社会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在其发展过

程中，出现了一种异化，以女性、性别、身体、医疗、记忆等为关注对象，进而形成一种作为视角

与方法论的“新文化史”。④ 在本土的社会文化史向“新文化史”转型的过程中，要注意清理相关概

念、范围、内涵等要素，不解决这些问题，“社会文化史”与“新文化史”就会遭到滥用。
社会史原本是为了消弭“史学危机”而出现的，是一个新事物，在其发展中，因上述原因逐渐露

出“旧”色，让人怀疑，甚至不屑。如果能够回归其原教旨的“整体史观”、“国家—社会”关怀( 包括

重提“政治史”) ，强化其常有常新的“视角与方法论”功能，弱化其“社会生活史”的学科色彩，则社

会史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二、新社会史: 舍本逐“末”

“新社会史”原本也不是新东西，大约 1960 年代，在西方学界即已出现，其代表人物是英国新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汤普森( E. P. Thompson) 、霍布斯鲍姆( Eric Hobsbawm) 。至于在中国，这一概念

①

②

③

④

［法］雅克·勒高夫著，顾良译: 《新史学》，《史学理论》，1987 年第 1 期，第 45 页。
关于社会史的理论建设问题，近年来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山西大学社会史中心于 2008 年 10 月曾经专门召开主题为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学术讨论会( 会议述评载《近代史研究》2009 年第 2 期) ，可供参考。
李志毓: 《关于社会文化史理论的几点思考》，《河北大学学报》，2011 年第 1 期。
1989 年，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 Lynn Hunt) 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出版，标志着“新文化史”的问世，中译本近年亦由华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 属姜进教授主编的“新文化史”丛书之一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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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近十来年在一小群比较精致的人群中展开的，但在史学界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①

大致看来，因为国内的社会史研究存在较多缺陷，尤其是理论与分析的缺乏，以及跨学科、跨

国界对话能力的薄弱，一批观念开放的学者打出了“新社会史”的旗号，这些学者大多具有海外留学

或访学背景，或者本身就在海外任职，有能力依托大量的海外信息与理论动态等资源，对国内社会

史研究展开批判性反思，同时，他们试图另辟蹊径，建构新的社会史理论与方法。2001 年，杨念群

主编的《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可以视为“新社会史”发轫的标

志。② 此后，名为“新社会史”的系列论文集相继出版。③ 那么，所谓“新社会史”与人们原本一般认

知意义上的社会史有何不同呢? 孙江指称: “我们所提倡的新社会史，特别强调分析文本背后的知

识 /权力”。④ 必须看到，这种分析路径需要大量的新理论、新知识、新信息、新手段( 数据库之类)

并加以“区分”，这是囿于封闭、没怎么喝过洋墨水的学者无法望其项背的。
也许是“新社会史”的框架过于狭小，语言、概念比较晦涩，曲高和寡，杨念群、黄兴清、孙江

等人又提出了“新史学”的概念。2002 年，为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 100 周年，杨念群等人利用

教育部基地(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 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的机会，以“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为

题，召集一场多学科对话的会议，会后出版论文集。⑤ 后来，从 2007 年开始，杨念群等人轮流坐

庄，出版年刊《新史学》系列( 中华书局) ，倡导拿来主义，消化西方理论，从“后现代”、知识考古

学、概念史、新文化史等视角解构传统史学。
其间，由日本回国任职的孙江教授极力提倡的概念史最为引人注目，发表了一系列解释概念史

之概念、由概念史入手的相关论文。⑥ 他说: “就我而言，无论从新社会史还是到新史学，还是到

我最近提倡的概念史研究，都是因应‘语言学的转变’( linguistic turn) 而进行的叙事策略的调整，是

解读历史自身复杂性和多样性的方法。我在《历史研究》上的两篇文章和《开放时代》的文章，都是

告别执著于朴素实证主义的社会史和思想史的样本。”⑦如果把源自德国、原本属于哲学范畴的概念

史视为一种视角与方法论的话，那它就应该仍然属于社会史范畴，或是介于社会史与思想史之间的

一种行路方式。当然，也可能越走越远，比如，同属孙江团队的李里峰教授就曾这样概括概念史范

畴: “( 中国的概念史) 形成了东亚近代知识考古、数据库研究方法、历史文化语义学、中国近代新

名词研究、近代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研究等不同的研究路径。”⑧这些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了前述社会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限于篇幅，关于新社会史的基本情况不在此展开，可参见江湄: 《“新社会史”的来路与去向: 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
社会转型: “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读后》，《社会学研究》，2005 年第 2 期。

杨念群主编: 《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分别参见孙江主编: 《事件·记忆·叙述》，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黄东兰主编: 《身体·心性·权力》，浙江人民出

版社 2005 年版; 王笛主编: 《时间·空间·书写》，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孙江: 《近代知识亟需“考古”———我为何提倡概念史研究?》，《中华读书报》，2008 年 9 月 3 日。孙江还提出，“新社会

史”应放弃构建整体史的野心，要实现历史认识论的转变( 在不把文本与产生文本的语境割裂的情况下接受后现代主义解读文本的

观念和方法) ，要摆脱以美国中国学为中心的中国研究( 并非要以狭隘的民族话语否定美国中国学，而是要求指导美国中国学的文

本与产生文本的现实语境结合起来放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审视) 。参见孙江: 《阅读沉默: 后现代主义、新史学与中国语境》，孙江主

编: 《事件·记忆·叙述》，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杨念群、黄兴涛等: 《新史学: 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所谓概念史，“就是研究文本的语言和结构，通过对历史上主导概念的研究揭示该时代的基本特征”。参见孙江: 《切入民

国史的两个视角: 概念史与社会史》，《南京大学学报》，2013 年第 1 期。据称，在德语世界里，该词主要被用于语言学和历史辞典

的编纂上; 20 世纪中叶以后，概念史逐渐发展为一门关于哲学方法论的研究领域。参见孙江: 《概念、概念史与中国语境》，《史

学月刊》，2012 年第 9 期。从德国回来的方维规认为，概念史和“历史语义学”( historische semantik) 是同义词，“历史语义学”关乎

语词和语句，同时并不排斥“历史”，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而是一种研究问题的方法( 与阐释学、话语分析等相类) 。参见方

维规: 《历史语义学与概念史》，冯天瑜等主编: 《语义的文化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相关概念，还可参考李宏图等人

的“概念史笔谈”，《史学理论研究》，2012 年第 1 期。
孙江致刘平邮件，2012 年 9 月 12 日。
李里峰: 《概念史研究在中国: 回顾与展望》，《福建论坛》，2012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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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史、区域社会史研究者甚至整个传统史学的视野。①

孙江于 1980 年代在南京大学跟随蔡少卿教授读研究生期间，就颇为关注海外信息。② 后来在从

社会史到“新社会史”―“新史学”―“概念史”的转型中，其研究对象也主要是天地会、大刀会等秘

密社会; 杨念群不仅从事社会群体( 儒学) 、“医疗史”研究( 社会史背景) ，也介入旧时北京的“四大

门”研究( 民间信仰领域) ，都是地地道道的社会史研究者。同一群体的王笛等人亦然，但他们近年

所追寻的新概念、新方法、新框架，已经与原来的“本”愈行愈远。
“新社会史”新在哪里，并没有一个确切说法，如果直接把孙江所说的“放弃构建整体史”、重

视“文本与产生文本的现实语境”拿来加以审视，则脱离社会史念兹在兹的“田野调查”( 在场) 、“跨

学科研究”等远甚矣! 至于“新史学”，这是一个算不上标新立异的名词，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质疑:

与梁启超在清末提出的《新史学》、1911 年鲁滨孙的《新史学》，③ 以及后来勒高夫的《新史学》、大

象出版社的《新史学》系列、台湾杂志《新史学》等等类似名目的区别何在?④ 不难看出，从所谓新社

会史到所谓新史学，杨念群等人也许抱持一种努力实践梁启超在清末提倡的“史学革命”的美好愿

景，但因为这个名词已经被人过度滥用，以及内涵的太过宽泛，难免受到人们的质疑( 尽管其中一

些文章颇有见地) 。
从新社会史到新史学，从新史学到概念史，可以看到一批特殊的社会史研究者们所抱有的理论

关怀之情( 杨念群“中层理论”的提出乃是迄今为止治社会史者最为系统的学理尝试) ，但其建构理

论的思想来源与行走路径、解析事象的方法不免陷于晦涩———“中层理论”以及“知识考古学”“概念

史”等名词本身就是西方语境的产物，其内容有多少翻新也值得怀疑。我们期待的是，新社会史—
“新史学”—概念史的倡导者能够把“深描”系统化( 理论建构) 、⑤ “解构”平民化( 书写) ，⑥ 并将社

会科学如社会学、人类学等研究方法引进消化，如此则其前途不可限量，所逐之“末”，尽管已经
“舍本”，当令未来之历史学舞台焕然一新。

三、历史人类学: 推陈出新

法国年鉴学派不仅影响了 1980 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而且其强调的跨学科研究，

尤其是历史学与人类学相结合，也勾勒出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的路径。过去一百年，不仅仅是中国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也有人对概念史的滥用提出了质疑，参见贺照田: 《橘逾淮而为枳? ———警惕把概念史研究引入中国近代史》，《中华读书

报》，2008 年 9 月 3 日。
孙江也是蔡少卿主编的《再现过去: 社会史的理论视野》(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一书的主要译者。
鲁滨孙( J. H. Ｒobinson) 的《新史学》出版于 1911 年，中译本由何炳松翻译，出版于 1924 年。鲁滨孙的《新史学》开启了 20

世纪西方新史学的潮流，这一潮流的标志就是 1929 年法国年鉴学派的出现。
有学者在点评西方新史学时指出: “所谓新史学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史学派别，而是包含了西方各国各种各样的史学新流派。

同是新史学家，其研究重点和所应用的方法可能很不相同，因此不少西方新史学家并不喜欢使用‘新史学’这个名词来指称自己所

从事的事业。然而，作为一种要求革新的史学总趋势，同旧有的传统史学相对而言，新史学乃是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参见罗凤

礼: 《二十世纪西方史学的演变》，《历史研究》，1996 年第 5 期。
此处的“深描”系借用。所谓“深描”( Thick description) ，源自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格尔兹( Clifford Geertz，一译吉尔兹) 的《深

描: 迈向文化的阐释理论》。参见［美］格尔兹著，纳日碧力戈等译: 《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奉行“后现代主

义”的西方学界在反思西方中心论与现代性对世界文化造成的负面影响时，提出应该重视“地方性”和“地方性知识”。吉尔兹把“地

方性”及“地方性知识”与自己的阐释人类学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深描”的方法。参见［美］吉尔兹著，王海龙等译: 《地方性

知识: 阐释人类学论文集》，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年版。
此处的“解构”系借用。所谓“解构”( deconstruction) ，源自后结构主义 /解构主义者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此处借用，有

两层意思，一是由于解构主义系后现代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的“新社会史”学者多受其影响; 二是“新社会史”学者之“解

构”，打着反对西方中心论的旗号，实则多借用西方理论，行文艰涩，有待“平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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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文化发生了巨大变革，西方社会也多有变化，学术亦然。①

1990 年代末，在中国的华南地区，因为受到弗里德曼( Maurice Freedman)、华德英( Barbara Ward) 以

及施坚雅( G. William Skinner) 等英美人类学家的影响，再加上科大卫( David Faure)、萧凤霞、陈春声、刘

志伟等人的直接提倡推动，“历史人类学”异军突起。这一新兴学术流派不仅受到西方人类学的影响，也

与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影响有关( 如刘志伟、陈春声都是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背景) ，其主要观念与研究

方法没有脱离历史学( 尤其是社会史)、人类学的基本内容，但把两者的优点加以精工设计，以“华南”为

主要试验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交叉学科建设成就，大可称誉为推陈出新。
与社会史曾经面临的问题一样，新出现的历史人类学也遭到了人们的质疑: 它到底是一门交叉学科，

还是一种研究范式? 还好，主其事者很快认识到，没有必要给历史人类学下一个具体定义，没有必要回

应人类学家的“跨界”质疑，必须以历史学为本位，把讲究时间的历史学与讲究空间的人类学结合起来，

提倡社会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进入 21 世纪，人们发现，历史人类学很快形成新的学术视野，取得

大量学术成果，尤其是其念兹在兹的以田野调查为基础，以个案 +田野文献 +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得

到了很好的积累与整合，在历史学界产生了极大影响。
在 1990 年代初，香港的科大卫等人成立华南研究会，推动了历史人类学在粤港等地的展开与

华南学派的形成。进入新世纪，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成立，其影响力迅速由南向北辐射，

带动了华中、华北地区历史人类学的开展。对于“走出华南”的成功，相关学者表示，要进一步走向

世界。② 相比当下不温不火的社会史与不明不暗的“新史学”，可谓雄心壮志。实际上，这些年来，

科大卫教授已在香港成功申请“西江计划”与“卓越计划”，开始展开跨省、跨国的区域性研究。
在材料分析方面，与新社会史提倡的所谓“建构”、“解构”不同，历史人类学重视结构本身及

其形成过程。蔡志祥认为，研究历史就是要解决“过程”的问题，而非追溯源头，因为民众的生活是

不断调整、变动的，社会网络和物质也并非固定不变。③ 萧凤霞也认为，当人们阅读史料或是发掘

人们行为背后的意义时，这些史料和行为经历了层层地方上的及其更广阔意义上的历史过程，历史

人类学家在田野行走，就是要观察、理解、分析这些过程，进而了解其人其事身处的世界。④

在研究对象方面，与区域社会史不同的是，历史人类学提倡超地域、跨地域，也就是说，所谓

“华南研究”不能仅仅理解为“僻处华南”的地域研究。近年科大卫、蔡志祥、程美宝等华南学派的

学者都提出这样一种观点，要超越华南，或是告别华南，“华南”是一个超越和包容学科界限的“试

验场”，在取得一定成功之后，有必要“超越华南”，把眼光放到对于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开展具

备深度和广度的新的诠释的角度。⑤ 显然，这与人们熟知的社会史研究的目的在于“完整再现过去”
的观念甚为吻合。

我们也要看到，毕竟历史人类学在中国的出现为时不长，还有值得商榷、值得完善的地

方。例如，拿反对所谓“宏大叙事”来说，历史人类学选择了跨学科研究，尤其主张田野调查，

注重微观研究，然而，这一姿态不也正是前述社会史所提倡的吗? 还有，一方面提倡所谓历史

学本位，一方面又强调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研究方法，难免使人怀疑，这是否会在

①

②

③

④

⑤

其中，“欧美的历史学和人类学都经历了巨大变迁。历史学从政治史、元叙事发展到专注长时段的经济结构、发掘边缘人

声音的微观社会史，以至重投‘新叙述史’的怀抱。特别是法国文化史学家以‘后现代’的敏锐触觉关注历史人物的社会实践背后的

文化意义时，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距离愈走愈近。”参见［美］萧凤霞: 《跨越时空: 二十一世纪的历史人类学》，《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 年 10 月 14 日。
科大卫称: “我们最后的结果，也不能是一个限制在中国历史范畴里面的中国史，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史

里，让大家对人类的历史有更深的了解。”参见科大卫: 《告别华南研究》，《学步与超越: 华南研究会论文集》，香港文化创造出版

社 2004 年版。
蔡志祥: 《田野与文献: 〈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及其他》，《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年 10 月 28 日。
［美］萧凤霞: 《跨越时空: 二十一世纪的历史人类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年 10 月 14 日。
参见蔡志祥、程美宝: 《华南研究: 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实践》，《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 22 期，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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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足其他学科的同时，又被其他学科销蚀、同化呢? 还有边缘 － 中心、小地方 － 大社会、社会

－ 国家之间的张力，等等，都要打一个问号。这些问题不解决，则“推陈出新”之“新”，难免

被打上引号。
拿田野调查来说，并非历史人类学的专利或专长，社会史 － 区域社会史也多有强调，必须注

意其中的差异，有一年，我还在山东大学工作时，曾经与一位社会学系的教授交流过。他认为，

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有很大差别，前者做的是一种“历史调查”，就是实地走一遭，搜集

一些口述资料和民间文献回来做研究; 而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是直接进入作为研究对象

所在的“空间”，与当地的人、事、物交融一体，做全景式研究。可谓一言道出差异。确实，“历

史学本位”的学者具有良好的文献基础，但要做好历史人类学，“深入空间”的人类学方法更值得

重视，如此才能使得两者的结合趋于完美。
值得注意的是，海外中国学学者不一定深入乡村做田野，也没有打出什么历史人类学的旗

号，但他们却提供了很多优质论文著作，如孔飞力、魏斐德、柯文、裴宜理等人。与中国学者相

比，他们接受的教育和科学训练包含了多种信息、知识来源，使之在研究中具有世界眼光; 其次

是不受形形色色条条框框的束缚; 再就是他们经常来中国查阅资料、参加学术交流，具备了观察

“国人”的田野经验。与之对应的是，人们在热衷于引进各种“西式武器”的时候，应当好好加以

比较、分析与吸收，尤其是要提升自己的学养，开阔自己的视野，端正自己的态度。

余 论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各种理论对于“文革”劫难之后“白茫茫”的中国学术造成了极大冲击，

奉行“拿来主义”的我们，从中多有受惠。在史学潮流中引人注目的社会史、新社会史、历史人

类学都是西方相关史学理论影响的产物。在中国这块颇具特色的土壤上，这些史学观念 ( 或流

派) 的实践，产生了诸多正反、优劣、强弱等方面的影响，有必要加以认真的梳理，尤其是清理

其造成自身“负能量”或曰局限性的因素。
兹事体大，仅举一例。社会史与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往往注重由下而上，缺乏由上而

下; 注重由里向外，漠视由外向里。社会史、历史人类学孜孜于小地方、短时段，念念不忘“进

村找庙”、“进庙抄碑”，弗里德曼认为此举“给中国人类学带来了极为负面的影响，使中国人类

学家丧失了研究整体中国文化、中国宇宙观及中国宗教的兴趣，也使我们丧失了对于分散的共同

体与社团及国家之间关系的兴趣”。① 西方年鉴学派 － 社会史原本强调大范围、长时段，例如布

洛赫的《封建社会》以整个欧洲为视野，布罗代尔( Fernand Braudel) 的《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

地中海世界》《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都是以大区域、长时段入手的; 汤普

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从各个社会层面探讨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尽

管也有《蒙塔尤》这类杰出的“微观史”著作，但其视野与分析路径绝不局限于某个山村、教堂，

而是贯通国家、宗教、法律与社会。
反观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这是一面镜子。②

责任编辑: 吴 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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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铭铭: 《走在乡土上———历史人类学札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0 页。
尽管近年有人开始为“碎片化”正名( 参见罗志田: 《非碎无以立通———简论以碎片为基础的史学》，《近代史研究》2012

年第 4 期) ，但碎片与“立通”之间的差距实在太过遥远，故而必须予以正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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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Criticism and Its Significance of
National Minorities in Liao and Jin Dynasties

WU Feng － xia

( Schoo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Bohai University，Jinzhou，Liaoning，121013，China)

Abstract: The comments on some specific historical activities，historical books and historians by Liao and
Jin national minorities had the connotation of historical criticism． Both the understanding of Emperor Xing-
zong( 辽兴宗) of Liao Dynasty about historical records，that of Xiaohanjianu ( 萧韩家奴) about historical
references，Yelvmengjian( 耶律孟简) about historical judgement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Emperor Xizong
( 金熙宗) ，Hailingwang( 海陵王) ，Shizong( 世宗) of Jin Dynasty，Yuanhaowen( 元好问) about histori-
cal books and talents had shown their own rational thinking about historiography，from which one can get a
glimpse of the common pursue of historiography and the general tendency of thought． Generally speaking，

the above people mainly adopted the idea of historical criticism from the past dynasties，accepted the princi-
ple of writting the truth without fear or favor and emphasized the function of taking warning from historical
books，and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e historical judgement． The significance of historical criticism lay in not
only guiding the normative development in historiography of Liao and Jin Dynasties，but also promoting the
cultural exchange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nationalities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laid the important ideolog-
ical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unified and multinational country．
Key words: Liao Dynasty; Jin Dynasty; national minority;


historical cri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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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al History Ｒesearch

LIU Ping

( Department of History，Fudan University，Shanghai，200433，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social history research，which started from mid － 1980s，has had a profound effect．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the research on“social history”developed a lot，and divided into regional so-
cial history and social culture history． The“new social history”that emerged in the 1990s was originally in-
tended to break through the old framework and create a new stage，but it gradually became self － contained
over time，with the two fields of“concept history”and“new historiography”being its target． In the late
1990s，historical anthropology increasingly developed，eliminate the stale and establish the fresh research
contents and principles，and have critical influence on the social history research from Southern to Northern
China． Social history，new soci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are three interrelated and discrepant co-
ordinates． They emerged successively，guiding the trend of historical research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but
there are also numerous problems worth investigating．
Key words: social history; new social history;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